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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经济“脆弱性”特点辨析:以锡林郭勒盟牧区为例

海山

（内蒙古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脆弱性”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之一。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和查阅历史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时常被引用的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经济“脆弱

性”特点的“证据”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近半个多世纪草原畜牧业发展历史进行分析，得出草原畜

牧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损失主要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的结论。从生态功能关系而言，内蒙古高原

与我国北半部地区是唇齿相依关系。游牧生产方式保护了内蒙古高原自己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

几千年，使得中华文化顺利形成发展，未来仍然如此。因此，中国应当成为游牧生产方式的坚定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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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呈现加剧之势。到目前，内蒙古牧

区 90%以上的草原出现程度不同的退化、沙化和盐碱化现象，其中 1/3基本丧失生产力。纯

牧业 24旗市草场理论载畜量由 20世纪 60年代初的 6 000万羊单位降之 21世纪初的 3 000

万羊单位，迫使国家投入数千亿的巨额资金，采取“京津周边风沙源治理”、“围封转移”、

“禁牧休牧”、“整体搬迁”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以遏止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那么，内蒙古牧区为什么在短短 20余年内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生态恶化问题？这已经成为一

个国际性研究课题。这或许与我们对有关内蒙古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指导失误有密

切关系。其中，就包括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理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似乎没有争议的理论观点，认为，“脆弱性”是内蒙古传统草

原畜牧业——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1]，其主要依据是“自然灾害频繁”及其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2][3]。而且这些结论正是改造内蒙古高原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主要依据。笔者也曾

认同这一观点[4]。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调查研究看来，这一理论观点值得商榷。

“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历来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但世界各地并

没有都因此而称自己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正如在特大洪水面前，平原地区的农业、聚

落很脆弱一样，在突降的特大雪灾面前，游牧经济也的确脆弱，社会经济损失会很大；同样，

在地震、台风、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面前，任何国家的交通、工业、城市也都很脆弱，每

年也都在造成巨大社会经济损失。从历史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繁荣一时的古楼兰农耕文明与

其水草丰美的生态环境一同消失了。而地处远比古楼兰生态环境严酷恶劣得多的蒙古高原脆

弱的草原生态环境和被认为“脆弱”的游牧经济却还存在至今。这说明了什么？

1368年以后的 280多年间，内蒙古高原几乎战乱未断，但苏尼特部落畜牧业经济实力

一直很强，经常作为强大部落参加战役，没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及损失的记录。而到清初，

实行“盟旗制度”以后，游牧范围开始严格局限于旗内。1660、1682年，苏尼特草原两次

遭受大雪灾，导致苏尼特右旗郡王贫困。清朝皇帝赈济该旗郡王，马 100匹、牛 50头、羊1000

只，并允许他在察哈尔草原走“敖特尔”[5]。这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一定要说，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游牧经济存在“脆弱性”问题，那么，内蒙

古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主要基于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游牧经济的生产资料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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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品的统一性等特点。因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是由草原——牲畜——牧民三要素有机构成

的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其中，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子系统。因此，如果草原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摧毁，必然会导致整个草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崩溃。另外，与农耕

经济所不同的是，游牧经济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出的产品是统一的，即游牧经济生产资料——

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产品。因此，一旦遭受自然灾害袭击，游牧经济损失的不仅仅是

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遭受损失，因而所造成的损失往往也严重得多[4]。正因为如此，

千百年以来，游牧民族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的危害性，通过游牧

生产制度和方式，成功地避开了这一危险性，确保了游牧社会经济几千年的可持续发展。

二、游牧经济“脆弱性”特点的“依据”分析

显然，目前人类还不能阻止自然灾害。但任何“自然灾害”与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之间并不一定都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当，完全可以减轻，甚至可以

避免一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通常，城市和农村通过工程手段，减少自然灾害造成

的损失；而传统牧区则主要通过游牧和使牲畜充分抓膘等措施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尽

管如此，不论城市、农村还是牧区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及其经济损失。所以，仅仅

“自然灾害频繁”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本身，不应当成为确定游牧是否具有“脆弱性”

特点的依据。在评估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时，应当历史地具体分析任何自然灾害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不应当把一切责任都简单武断地归咎于自然灾害。有些经济损失无法避免，而

有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与一定的体制弊端和决策失误等有必然的联系。

在证明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时，人们列举较多的“证据”是 1949年以来牧区牲

畜损失的统计数字。如“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年到‘六五’期间，国内各主要牧区每年

因灾死亡的牲畜合计都在 400～700万头只，约占年初总头数的 5～10%，牲畜死亡累计数大

致相当于出售累计数或更多一些”[1]、“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30多年来，因灾害性气候而死

亡的家畜总数还高于上交国家的总数。仅 1957、1960、1969、1976、1978这 5年内，受灾

死亡的家畜就达 1 475.9万头只，相当于 1979年总数的 44.5%。所以，全年靠天然草场游

牧的畜牧业有其很大的脆弱性”[6]等。的确，新中国成立后 30多年草原畜牧业因灾死亡牲

畜数量很大。但是，应当具体分析这些经济损失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图 1）。

图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牲畜头数变化与自然灾害关系图

资料来源：文献[7]，[8]

图 1表明，1949～2006年，我国最大传统牧区——锡林郭勒盟牲畜头数变化总体趋势

有三个增长时期和三个下降时期。令人费解的是，其中两个持续增长时期恰好是 50多年中

自然灾害最频繁的两个时期——1949～1966年（1957年还有一场特大雪灾）和 197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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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牲畜头数下降的三个时期，两个是遭遇特大自然灾害——1977年特大雪灾和 1999～

2000年两个旱灾夹一个雪灾；另一个却是在自然灾害最少的 1967～1971年。

通过调查研究，对锡林郭勒盟近 57年不同时期牲畜头数变化解释如下：

1949～1966年间，在自然灾害最频繁、生产经营“落后”、“粗放”条件下，牲畜总数

呈稳定的上升趋势，17年翻两番多，是历史上增长率最高时期。1957年特大雪灾都没有造

成大的损失，与 1977年和 2000年的特大雪灾形成鲜明对比。这主要得益于当时草原完好，

牧草高于积雪，积雪不会“硬化”，牲畜不缺饲草；因地制宜政策，传统应急经验，集体防

灾能力强；遇到自然灾害时，在政府协调下，跨旗、盟游牧，能够有效躲避自然灾害等几方

面因素综合作用。

1967～1972年，牲畜总头数下降阶段，主要由于“文革”高峰期的严重破坏。

1972～1976年，牲畜总数上升阶段，主要原因：“文革”后期的破坏性影响减少、没有

大的自然灾害和实行有限游牧，能够躲避部分自然灾害。严格说，应该是畜牧业得到恢复。

1976～1978年，牲畜头数锐减，主要是“大锅饭”分配制度、1976年旱灾和 1977年

特大雪灾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1978～1999年，牲畜总数上升阶段，主要是由于国家赈灾政策、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牧区实行“两定一奖”的激励政策以及牲畜承包到户等措施帮助牧区恢复生

产和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一阶段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了灾难性破坏。

1999～2001年内蒙古牧区连续 3年遭受严重的旱灾和一次雪灾，虽然牧民的基本建设

配套完备，生产已经“集约化”经营，牲畜损失却十分严重，损失幅度远远超过 1977年特

大雪灾，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草场整体退化，牧草减少；另一方面“定牧”后无法游牧，无法

躲避自然灾害。

2002～2005年，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牲畜头数仍然持续大幅度下降，主要

原因是由于草场严重退化，政府又启动“围封转移”战略、实施“春季休牧”、“畜种改良”、

“退牧还草”、“草畜平衡”等等措施，都在减少牧民收入的同时增加了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

使牧民不堪重负，造成牲畜头数急剧下降。

另对上述 57年中最大的三次自然灾害进行比较分析（表 1）。

表 1 锡林郭勒盟三场大灾牲畜损失及相关因素对比分析表

资料来源：文献[7]、[8]、[10]以及实地调查采访

从表 1可以看出，牲畜损失数量与灾害天气本身的程度（如积雪厚度或干旱程度）关

系不是十分紧密，而与生态环境状况、牧草高度、生产方式、基础设施等因素关系密切。具

体而言。在上述三场特大自然灾害中，牲畜损失数量与牧草高度呈明显的反比关系，而与游

牧生产减少程度、基础设施改善程度、生态环境恶化程度等呈明显的正比关系。从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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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恶劣脆弱自然环境中草原畜牧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与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一）1949年以后 30多年的草原畜牧业因灾死亡的牲畜数量大（确切地说是 1967～1978

年）的主要原因在于“文革”破坏、游牧范围缩小、实行“大锅饭”分配制度，而不是草原

畜牧业的“脆弱性”所致。由于生产队吃“大锅饭”，牧民生产积极性低，牲畜抓膘情况差，

因而牲畜抗灾能力低，死亡率高。在农村，如果农民生产积极性低，粮食减产，全国挨饿；

而在牧区，如果牧民生产积极性低，牲畜抓膘情况差，牲畜死亡率就上升，尤其子畜死亡率

更高。在 1970年代初的正常年景，笔者曾亲眼目睹过生产队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牧户交上来

的集体羊群的羊羔皮，能够满足供应牧民做冬季穿的羊羔皮蒙古袍。1980年代初牲畜承包

到户以后，同样是“脆弱”的草原畜牧业，也有自然灾害，羊羔几乎不再死亡了。牧民开始

苦于没有羊羔皮做漂亮的冬季穿的羊羔皮蒙古袍。这表明当时牲畜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

草原畜牧业本身的“脆弱性”特点，而主要是“大锅饭”分配制度所致。另外，当时牧民自

食牲畜比重远高于现在。虽然，当时生产队对牧民食用牲畜管理极为严格，但毕竟“县官不

如现管”，而且终究牲畜是生产队集体的，以牲畜生病或病死等名义以及冬初大家统一屠宰

牲畜，以度过冬春季。在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冬初屠宰牲畜时，每户牧民平均 6口之家，

每年自食两头牛、30～40只羊是平常事情。这就是当时他们的正常消费水平。而现在牲畜

是自己的，杀一只羊，一家人不够吃 5 天。目前一只羊至少卖 300元，如果买粮食蔬菜等，

一家人够吃一个月。因此，现在牧民自食量大幅度减少。同时表明，生产队“大集体”时期，

牧民自食量大也是牲畜减少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游牧范围缩小，增加践踏破坏草原的同时，牧民很难躲避自然灾害，造成牲畜

大量死亡。1958年后，牧区实行严格的行政区划管理与生产队境内放牧制度。尤其 1966年

以后的一段时期，牧民出生产队，必须办理上级机关的“介绍信”。所以，超出生产队范围

的游牧就变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只要旱灾或雪灾范围覆盖整个生产队行政区范

围，牲畜死亡率就必然上升。

旱灾是内蒙古牧区影响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发生频率最高的自然灾害。根据占内

蒙古牧区 78%的中西部地区 500年的旱涝史料分析，干旱年份占 70～75%，存在“3年约有

两年旱，7年左右一大旱”的规律。1951～1990年，内蒙古牧区干旱频率为 92.1%，为“十

年九旱”，其中出现中旱以上的频率为 76.3%，为“3年两中旱”，出现大旱的频率为 28.9%。

为“三年一大旱”[9]。可见，干旱是内蒙古牧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

1998年内蒙古牧区大部分地区雨水丰沛，牧草繁茂，但同时遭受旱灾的面积有 520万 hm

2。由于草场承包到户，不能游牧，无法躲避旱灾，遭受旱灾地区牲畜死亡 3.1万头只[9]。

如果在游牧时代，这一巨大损失就根本不会发生。显然，近几十年在内蒙古草原牧区，旱灾

和一般性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牧民贫困化与游牧范围缩小或不能游牧密切相关。

（三）1977年 10月 16～19日，作为全自治区最大牧业区的锡林郭勒盟普降大暴雪，

全盟范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积雪厚度普遍在 40～50cm，远远超过牧草高度。从总

体来说，这次特大雪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与以下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是当时牧

民都在秋季牧场，还未转入冬季牧场（根据经验，牧民把冬季牧场布局在降大雪概率低、背

风向阳的草场，而且具备一定的抵御雪灾的基础设施，因此雪灾损失一般不会很大）；二是

这场大雪开始为雨雪，后降大雪，并且由于气温骤降，水变冰，雪变冰，牲畜无草吃，全盟

损失 320多万头（只）牲畜[1]。但也不能忽视“大锅饭”分配制度、决策失误等因素的影

响。在这次特大雪灾中，锡林郭勒盟 9个牧业旗市受灾损失情况不同。

锡林浩特市和西乌珠穆沁旗的损失较重，主要原因是积雪最厚的地区，锡林浩特市域最

厚达到 58cm。而南部正镶白旗损失最小，只有 20%。这是因为该旗草场面积狭小，只有冬夏

两季草场。因此，该地区 1949年以前就已实行定牧或半定牧生产制度。但由于年降雨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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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mm左右，草场产草量相对高且稳定。因此，不论有灾还是无灾，该地区牧民秋季都要为

为数不多的牲畜存储大量干草，主要通过饲养，度过冬春季节。因而雪灾对其影响不大，所

以受灾损失小。而同样作为重灾区且环境更恶劣的东乌珠穆沁旗损失也小。其中，塔日根敖

包和陶森宝力格等两个嘎查统一组织牧民跟着马群及时转场。种马们（种马历来是牧区自然

灾害的“预报员”和避灾的“向导”）率领着四千多匹的马群在前刨雪开路。当时是秋末，

牧草没有完全变黄。所以，积雪“青储”了牧草。只要刨开雪，牲畜就有充足的优质饲草。

牛羊跟在马群后边，吃着牧草和马粪（马的饲草分解率只有 50%左右。因此，受雪灾时，马

粪是牛羊的上成救急饲草）走到边境附近积雪少的草场过冬，牲畜损失不到 4%，为此曾受

到过上级表彰。这与当时该旗领导正确决策和牧民善于游牧等因素有关。

（四）领导决策失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遇到自然灾害时，对边疆地区牧区生产的严

格管理近乎达到军事化程度，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1977年特大雪灾时，内蒙古阿巴嘎旗

的损失最大。据阿巴嘎旗德力格尔嘎查 56岁牧民朝伦介绍：他们嘎查 80%以上牲畜损失的

主要原因是当时旗领导：“把牲畜赶往远离边境的地方”的命令。因为该嘎查一部分在种马

“领导”下，“擅自”到边境附近过冬的牲畜，第二年春天无一损失，全部安全返回，而到

远离边境的地方过冬的牲畜则“全军”覆没。

综上所述，1949年至 1980年代初的 30多年间草原畜牧业因灾损失严重的主要原因是

游牧范围缩小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制度，而不是所谓的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而且

仅从“自然灾害频繁”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得出“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

这种理论性结论，论据不够充分。退一步讲，如果内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真像一些学者所认为

的那样“脆弱”，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就自己灭亡了，更不可能创造享誉世界的

历史文化和游牧文明。所以，以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作为改造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依据，如：

“改传统的放牧方式为放牧加舍饲，实行科学的管理，将各种综合措施组装配套，才能彻底

克服其脆弱性”[1]、“走农牧结合的道路”[6]等等，不仅不符合牧区实际，这也正是今天

内蒙古牧区生态环境和牧民生计全面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1977年特大雪灾中，在十分“粗放”、简陋、严酷的条件下，苏尼特右旗牲畜损失了 32%

[11]。而在“实行科学的管理”，“走农牧结合的道路”，“各种综合措施组装配套”的 1999～

2001年远比 1977年雪灾小的自然灾害中，“仅仅 3年时间，牲畜存栏量锐减 65.3%”[11]，

而且使该旗多数牧民空前地沦落为贫困户，甚至生态难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与文化存

在的基础条件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6年 7月，笔者采访蒙古国东戈壁省巴音吉日嘎拉苏木人大主席乌云夫先生。1998～

2006年，该苏木 30万 hm2草场牧草长势分布及牧民放牧区域如图 2所示。

图 2 1998～2006年，蒙古国东戈壁省巴音吉日嘎拉苏木草场牧草长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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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4年，该苏木连续六年遭受大面积严重旱灾（而苏尼特右旗只遭受连续三年

旱灾。因此，该苏木所受灾情应该更重），但通过游牧，躲避旱灾，牧民既降低了生产成本

和牲畜损失，又减少了牲畜对受灾草场的践踏破坏，游牧——一举多得。

1999～2001年三年旱灾期间，多年平均降雨量低于苏尼特右旗的蒙古国东戈壁省巴音

吉日嘎拉苏木仅损失了 11%的牲畜（表 2）。

表 2 1999～2001年，内蒙古、蒙古国相邻半荒漠草原牧区受灾情况比较表

资料来源：文献[11]、蒙古国实地采访

表 2 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内蒙古北部锡林郭勒盟牧区，究竟是“粗放”的游牧脆弱，

还是“集约”的定牧脆弱问题的唯一答案。由此可见，“实行科学的管理”、“各种综合措施

组装配套”，不仅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草原畜牧业的“脆弱性”，反而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

破坏了草原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游牧文化，让全自治区几十万牧民陷入前所未有的生

存危机，更破坏了国家的生态安全体系。“定牧”使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真正成为脆弱的畜牧

业。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对草原畜牧业特点的错误归纳与定性，误导决策，给内蒙古，乃

至全国的牧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和国家生态安全体系造成了灾难性损失。

至于，“定牧”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机制主要是：

根据任继周研究，由于牧草刺激再生机制作用，放牧两周时，草场生产力增长一倍多。

如果继续放牧，草场生产力则迅速下降（图 3）[12]。放牧条件下的草场生产力这一变化规

律与 30年前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在夏季 15天左右的搬迁周期不谋而合。

图 3 放牧强度与草场生产力关系图

由此可见，与农耕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破坏生态、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相反，游牧生产是

一种改善神态、创造资源、净化环境的生产方式。

然而，由于定牧，牲畜一年四季在几千亩的网围栏内，频繁践踏伤害草根以及土壤微量

元素得不到补充和调剂，使草场生产力下降。加之几百万农民连续十几年搂发菜、挖药材等

破坏活动，使草原地表枯草层完全消失，造成土壤水分和养分的大量丧失，使草场完全丧失

自我保护的生态功能，草场生产力和生态系统遭到致命损伤；近些年打深水井，采深层地下

水灌溉高产饲料地，使地下水急剧下降，对荒漠草原靠地下水生长的荒漠植被及其生态系统

造成致命伤害；与此同时，在牧区普遍盛行的掠夺式滥采乱挖矿产资源的行经，使大面积草

原遭到破坏，水源污染，地表水与浅层地下水大幅度减少等等人为破坏活动，最终导致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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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13]。

三、结论

（一）应充分尊重内蒙古高原地理环境的强大作用力，坚定捍卫游牧生产方式。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具有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系统脆弱、草场生产力水平低下且波动性

大等特点。正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游牧民族才几千年以来坚持游牧生产制度，实现了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游牧文明。这不仅表明内蒙古传统草原畜

牧业卓越的生态智慧和能力，还能反映传统草原畜牧业的顽强生命力——非“脆弱性”特点。

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变游牧生产方式的行经都无一例外地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如历史上著名

的古楼兰国的消失就是变游牧为农耕的结果[14]；年均降雨量分别为 288mm 和 360mm(相当

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典型草原地区)的库布齐和毛乌苏等沙漠沙地都是变游牧为农耕的结

果，其下边掩埋着几十座古代城镇[15]；现代内蒙古八大沙漠和沙地的七个是“人工”制造

[16]。这些当时最好的草原都变成了浩瀚的沙漠。而现存的一点草原远比那些草原脆弱得多。

近几十年内蒙古草原整体急剧加速退化的事实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事实充

分证明，在内蒙古高原严酷而脆弱的地理环境，只有游牧生产方式才既能有效躲避频繁的自

然灾害，又能有效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正是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生产方式为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生态安全保障。然而，近几十年强加于传统草原畜牧

业——游牧经济以“脆弱性”特点，并改变这种“脆弱性”的企图，基本破坏了两大高原脆

弱的草原生态系统，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生态恶化威胁。中国应当

成为两大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神”——游牧文化的坚定捍卫者。

（二）牧区政策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和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主导性因素。

近半个多世纪草原畜牧业与牧区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因地制宜的牧区政策是内蒙古草原

畜牧业与牧区能否顺利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在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内蒙

古草原畜牧业生产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从地区实际出发的、智慧的游牧生产经营方式与制

度。这些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同财富。而简单粗暴地认为“传统游牧生产

经营方式落后”、“传统草原畜牧业具有脆弱性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改造传统草原畜牧业，

生搬硬套地理环境优越的发达国家或我国农区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和土地利用制度，必将落

到事与愿违的结果。事实上，正是变游牧为定牧的改造，使草原畜牧业真正变为脆弱经济。

（三）在内蒙古，保护和发展游牧生产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游牧生产方式是使内蒙古高原人、草、畜三要素和谐、高效、良性运行几千年的唯一生

产方式。保护和恢复游牧文化是有效保护内蒙古牧区生物与文化多样性资源、我国北方生态

防线以及发展优质畜牧业与特色旅游业等的根本保障。在全球化日趋加剧的今天，我们对改

变生态脆弱或恶劣地区传统生产方式问题应当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生产方

式都是按照当地生态环境的特定“要求”而历史形成的，具有其充分的生态系统和地理环境

依据。仅仅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问题或过分夸大科技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对生态环境和人

类社会经济潜在的和长远的负面影响，而盲目草率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很大的生态

与经济社会风险，甚至可能会毁掉人类自身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地区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主

要基于其生态环境的基本特性而形成的。而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特性是地理环境决定

的，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在评价一个地区传统生产经营方式时，应当克服各种偏见

和成见，认真研究其生态环境依据和意义，保留和发扬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中的精髓，并且补

充和完善，使之更好地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服务。在内蒙古牧区，这些应当是

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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